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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基于主Ｇ客体互倚模型(actorＧpartnerinterdependencemodel,APIM)了解血液透析患者及配偶的应对方式对双

方负性情绪的影响,为制订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帮助.方法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２２年６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济南市２所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血液透析患者及配偶２４０对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二元应对量表、医院焦虑和抑郁量表对其调

查,通过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血液透析患者和配偶二元应对对负性情绪的影响.结果　血液透析患者二元应对总分为(１１３．８３±
１１．９１)分,低于配偶总分;且患者的抑郁发生率高于配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０．０５).血液透析患者、配偶的二元应

对总分分别与自身及配偶的负性情绪均呈负相关(均P＜０．０１).血液透析患者配偶的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均能预测自身的

负性情绪(β＝－０．２９,０．１４),即主体效应显著;血液透析患者及其配偶积极应对均能预测对方的负性情绪(β＝－０．３７,

－０．６５),即客体效应显著.结论　血液透析患者及其配偶的应对方式与个体和客体的负性情绪密切相关,医护人员应及时发

现和识别患者及配偶存在的负性情绪,将血液透析患者和配偶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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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exploretheinfluenceofthecopingstylesofhemodialysispatientsandtheirspousesontheir
negativeemotionsbasedontheActorＧpartnerInterdependenceModel(APIM),andtoprovidereferenceforthedevelopmentof
effectiveinterventionmeasures．Methods　FromDecember２０２１toJune２０２２,theconveniencesamplingmethodwasusedto
select２４０pairsofhemodialysispatientsandtheirspousesfrom２tertiaryAhospitalsinJi’nan,andasurveywasconducted
withGeneralinformationquestionnaire,DyadicCopingScale,HospitalAnxietyandDepressionScale．TheeffectsofdyadiccopＧ
ingonnegativeemotionsinhemodialysispatientsandtheirspouseswasanalyzedwithAPIM．Results　ThetotalscoreofdyadＧ
iccopingofhemodialysispatientswas(１１３．８３±１１．９１),whichwaslowerthanthatoftheirspouses．Theincidenceofdepression
inthepatientswashigherthanthatintheirspouses,andthedifferenceswerestatisticallysignificant(P＜０．０５)．Thetotal
scoresofdyadiccopingofhemodialysispatientsandtheirspouseswerenegativelycorrelatedwiththeirownnegativeemotions
andtheirspouses’negativeemotions(allP＜０．０１)．ThepositiveandnegativecopingstylesofthespousesofhemodialysispaＧ
tientscouldpredicttheirownnegativeemotions(β＝－０．２９,０．１４),thatis,thesubjecteffectwassignificant．Thepositivecoping
ofhemodialysispatientsandtheirspousescouldpredictthenegativeemotionsoftheotherparty(β＝－０．３７,－０．６５),thatis,

theobjecteffectwassignificant．Conclusion　Thecopingstyleofhemodialysispatientsandtheirspousesiscloselyrelatedto
thenegativeemotionsofindividualsandobjects．Medicalstaffshouldfindandidentifythenegativeemotionsofpatientsand
theirspousesintime,andtreathemodialysispatientsandtheirspousesasawholetointerv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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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我国血液透析患者数量不断增加,已达

５７万例[１].透析给患者及其配偶双方带来共同压

力[２].有研究[３]显示,血液透析患者和照顾者焦虑

和抑郁的发生率普遍较高.此种情况下,患者和配

偶共同应对疾病带来的压力即为二元应对.二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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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概念化为一个二元过程,发生在亲密关系中,当
一方或双方经历压力时,夫妻作为一个单位共同应

对压力[４Ｇ５].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６Ｇ７]显示,二者间

的数据并非相互独立,夫妻间的情感认知、行为反应

是相互关联的.Kenny等[８]提出主体Ｇ客体互倚性

模型(actorＧpartnerinterdependencemodel,APIM),该
模型是衡量二分体成员对彼此影响的模型,即研究

对象的自变量除产生主体效应(个体的自变量对其

自身因变量的预测),还有客体效应(个体的自变量

对特定客体因变量的预测).基于此,本研究构建血

液透析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与负性情绪的主客体模

型,旨在帮助了解二元应对影响血液透析患者及配

偶负性情绪的路径,为制订有效干预措施提供帮助.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２２年６月,采用

便利抽样法选取济南市２所三级甲等医院血液透析

患者及配偶２４０对为研究对象.患者纳入标准:(１)
明确诊断为终末期肾病且需规律性透析;(２)透析治

疗时间＞１年、病情稳定者;(３)结婚时间超过１年

且与配偶生活在一起;(４)能够正常交流并自愿参

与.排除标准:(１)合并其他急危重症者;(２)患有严

重精神病.配偶纳入标准:(１)为患者主要照顾者;
(２)有一定理解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自愿参与本研

究.排除标准:(１)既往有精神疾病史;(２)患有严重

躯体疾病和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及配偶需同时满足

上述纳入排除标准才能作为纳入对象.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１)一般资料调查表.自行设计,
包括性别、年龄、婚龄、文化程度、职业状态、职业类

型、是否吸烟、家庭人均月收入、医疗付费形式、透析

次数、透析年限、原发疾病、并发症数、子女数.(２)
二元应对量表(dyadiccopinginventory,DCI).该

量表用于评估夫妻如何应对个人和共同的压力源,
包括压力沟通应对(８个条目)、支持应对(１０个条

目)、授权应对(４个条目)、消极应对(８个条目)和共

同应对(５个条目)５个维度,每个应对维度分自己的

应对感知和配偶的应对感知.采用 Likert５级评分

法,“１分”为“很少”,“５分”为“非常频繁”,总分为

３５个条目得分的总和,其中消极维度反向计分.总

分＜１１１分应对水平偏低,１１１~１４５分应对水平为

中等,＞１４５分应对水平较高[９].本研究采用徐峰

等[１０]汉化版本,并进行信效度检验,Cronbach’sα
系数为０．７４~０．９３.(３)医院焦虑和抑郁量表(hosＧ
pitalanxietyanddepressionscale,HADS):该量表

由Zigmond等[１１]提出,共１４个问题,其中７个问题

(２、４、６、８、１０、１２和１４)评估抑郁,其余问题(１、３、５、

７、９、１１和１３)评估焦虑.使用 Likert４级评分,以

０~３分回答每个问题.问题总分分别为焦虑和抑

郁得分,总分０~２１分.０~７分为阴性,８~１０分为

可疑阳性,＞１１分为阳性.

１．２．２　资料收集　研究者向调查对象说明此次调查

的目的、意义并取得同意和配合后,对其进行一对一

问卷调查,问卷由研究对象独立填写,现场检查并收

回.共发放问卷２６４份,回收有效问卷２４０份,有效

回收率为９０．９１％.

１．２．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２５．０和 AMOS２６．０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描述,正态分布的

计量资料用x±s描述.患者和配偶二元应对、负性

情绪的差异用配对样本t检验或χ２ 检验,患者和配

偶二元应对与负性情绪的相关性用Pearson相关分

析.采用 AMOS２６．０软件建立 APIM 模型检验患

者和配偶二元应对对自身及对方负性情绪的影响.
以P＜０．０５或P＜０．０１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血液透析患者及配偶一般资料　２４０例血液透

析患者中,男１２３例、女１１７例;年龄２８~７８岁,平
均(５７．５４±１０．８１)岁;患者文化程度主要以初中及以

下(４８．３％)、高中或中专(３１．７％)居多.２４０例患者

配偶中,男１１７例(４８．８％)、女１２３(５１．２％);年龄

３０~７８岁,平均(５７．６３±１０．３４)岁;配偶文化程度主

要以初中及以下(４２．５％)、高中或中专(４０．８％)居
多.结婚时间多数为３１~４５年,占比(５０．４％).

２．２　血液透析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焦虑抑郁得分

比较 　血液透析患者二元应对总分为(１１３．８３±
１１．９１)分,略低于配偶总分[(１１５．４１±１１．０１)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t＝３．０２１,P＝０．００３).血液透析

患者焦虑４７例(１９．６％),抑郁７０例(２９．２％);配偶

焦虑３９例(１６．３％),抑郁４１例(１７．１％),患者抑郁

发生率高于配偶(P＜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血液透析患者和配偶二元应对、焦虑抑郁得分比较(分,x±s)

项目 患者得分 配偶得分 t/χ２ P
二元应对　
　压力沟通 ２３．２９±２．８０ ２３．４６±３．１８ ０．９２４ ０．３５７
　支持应对 ３２．０２±４．０９ ３２．５１±４．２１ １．８７８ ０．０６２
　授权应对 １２．９９±１．５０ １２．７３±１．５６ ２．０７１ ０．０３９
　共同应对 １５．７１±２．４０ １５．９４±２．４９ １．７７８ ０．０７７
　消极应对 １８．０９±４．７９ １７．０９±５．２９ ３．９１６ ０．０００
焦虑　　　 ９．１７±１．６６ ８．８５±１．１８ ０．９０１ ０．３４１
抑郁　　　 ９．７９±１．８８ ９．４１±２．０５ ９．８５６ ０．００２

２．３　血液透析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与焦虑抑郁的

相关性　血液透析患者、配偶的二元应对总分分别与

自身及配偶的负性情绪均呈负相关(均P＜０．０１).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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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透析患者的二元应对总分与配偶的二元应对总分

呈正相关(P＜０．０１);血液透析患者的负性情绪与配

偶的负性情绪呈正相关(P＜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血液透析患者二元应对与焦虑抑郁的相关性(r)

项　目
患者二元

应对

配偶二元

应对

患者

焦虑

配偶

焦虑

患者

抑郁

配偶

抑郁

患者二元应对 １ ０．７３３a ０．７３３a ０．７３３a ０．７３３a ０．７３３a

配偶二元应对 ０．７３３a １ －０．４３９a －０．４３９a －０．４３９a －０．４３９a

患者焦虑　　 －０．５９１a －０．４３９a １ ０．６５０a ０．６５０a ０．６５０a

配偶焦虑　　 －０．５２４a －０．５７６a ０．６５０a １ ０．６３９a ０．６３９a

患者抑郁　　 －０．５８６a －０．４４０a ０．８４９a ０．６３９a １ ０．５３７a

配偶抑郁　　 －０．５２１a －０．６０１a ０．５６３a ０．８１５a ０．５３７a １

　　a:P＜０．０１

２．４　血液透析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与负性情绪的

主客体互倚模型　修正后模型拟合指数:规准适配

度指数(normedfitindex,NFI)０．９８２,相对拟合指

数(relativefitindex,RFI)０．９６１,增值适配指数(inＧ
crementalfitindex,IFI)０．９９２,TuckerＧLewis指数

(TuckerＧLewisIndex,TLI)０．９８３,比较适配指数

(comparativefitidex,CFI)０．９９２,适 配 度 指 数

(goodnessＧofＧfitindex,GFI)０．９７７,渐进残差均方

和平方根(rootmeansquareerrorofapproximaＧ
tion,RMSEA)０．０５７,模型拟合指数均达到推荐标

准,表明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由路径系数可知,患者积极应对与配偶负性情绪呈

负相关(β＝－０．３７,P＜０．００１),配偶积极应对与患者负

性情绪呈负相关(β＝－０．６５,P＜０．００１),配偶积极应对

与自身负性情绪呈负相关(β＝－０．２９,P＜０．００１),
配偶消极应对与自身负性情绪呈正相关(β＝０．１４,

P＜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修正后的路径系数结果

路径 β SE 临界比值 P

积极应对(患者)→负性情绪(配偶) －０．３７１ ０．０１９ －５．９０３ ０．００１
积极应对(配偶)→负性情绪(配偶) －０．２８７ ０．０２０ －４．１４６ ０．００１
消极应对(配偶)→负性情绪(配偶) ０．１３８ ０．０２４ ２．８７０ ０．００４
积极应对(配偶)→负性情绪(患者) －０．６４７ ０．０１５ －１１．９６４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３．１　血液透析患者和配偶二元应对及焦虑、抑郁情

绪现状分析　本研究显示,血液透析患者和配偶二

元应对能力均为中等水平,且两者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０．０５).与安慧颖等[１２]对中青年淋巴瘤患

者及配偶的研究结果相似,但是低于刘小妹[１３]对中

青年冠心病患者及配偶的研究结果.原因可能是相

比于冠心病患者,血液透析是不可逆肾脏疾病患者

维持生命的主要治疗方式,具有终生性、永久性的特

点.疾病本身和实施治疗的不良反应都会影响患者

身体功能、精神状态和日常生活,导致应对水平偏

低.此外,接受透析治疗的患者基本处于休养状态,

日常生活任务出现障碍,越来越难以承担额外的工

具性任务.配偶则需花费更多时间和个人资源支持

患者,进而影响其二元应对水平.因此,进行相应的

夫妻培训有助于改善其应对方式,减少双方的消极

应对,维持长期的幸福感.
根据本研究结果,１９．６％和２９．２％的患者经历

了焦虑和抑郁,１６．３％和１７．１％的配偶经历了焦虑

和抑郁.与 Gerogianni等[３]和 Khaira等[１４]研究结

果相似.一方面患者长期忍受慢性疾病折磨、精神

压力和沉重的经济负担,心理状态普遍较差.另一

方面配偶是整个治疗过程中的照顾者和主要应对资

源[１５],长期照顾患者对其生活施加了一定限制,易
产生负性情绪.此外,研究结果显示,患者与配偶的

负性情绪具有相关性(P＜０．０１).根据情绪传染理

论[１６],当最初亲密关系中的一方面临压力源产生负

面情绪时,随后会溢出到关系中并最终影响到另一

方.因此,同时探索血液透析患者和配偶的负性情

绪是一个新的重要领域.

３．２　血液透析患者和配偶二元应对与负性情绪的

主客体效应

３．２．１　主体效应　本研究显示,配偶二元应对方式

与自身负性情绪相关,对负性情绪有直接预测作用

(β＝－０．２９,β＝０．１４),存在主体效应.这与 MarＧ
guerite等[１７]、王晓丽[１８]的研究结果一致.积极应

对被认为是处理压力事件的有效方法,而消极应对

被认为是对压力生活事件产生不良反应的心理风险

因素.血液透析是一项长期的治疗过程,而配偶是

透析患者治疗的主要支持来源,会感到责任重大和

无助,可能表现出忽视、冷漠等消极情绪.配偶虽然

承担多种照顾任务,但为了不让患者有心理负担,让
其更好的应对疾病治疗过程,仍能通过及时的自我

调整,在整体疾病应对过程中,使用更多的积极应对

策略,灵活地面对压力,进一步减少压力对心理健康

的不利影响.与王晓丽[１８]研究结果不同的是血液

透析患者的应对方式与自身的负性情绪无主体效

应.原因可能是患者为了减轻对方的担忧,选择隐

藏情绪和内心的真实想法,试图表面上保持坚强,因
此患者从自身的应对方式获益较少.也提示我们需

要了解患者与配偶之间的沟通情况,可以教育和鼓

励患者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今后的临床

工作中,科室可以成立一个针对夫妻双方的心理疏

导小组,特别关注隐藏情绪的患者,以及加强患者及

配偶之间的互动.

３．２．２　客体效应　透析患者与配偶的二元应对与负

性情绪存在交互作用,患者与配偶积极二元应对可以

负向预测对方的负性情绪(β＝－０．６５,β＝－０．３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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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Lafaye等[１９]研究结果一致.有研究[２０]表明,当
夫妻双方中一方被诊断为某种慢性疾病时,夫妻中

一方的应对反应可能会对另一方产生影响.对于关

系密切的透析患者,配偶是整个治疗和康复过程中

的主要照顾者和情感支持者.当配偶给予更多积极

支持时,可以减少患者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产生

更多积极心理,使其更乐观地应对疾病.此外,积极

应对方式产生的积极心态可以帮助个人获得内在动

力,促使其积极思考问题,提升抗压能力.另一方面

根据系统交互理论[２１],夫妻双方的压力应对是一个

相互影响的过程.患者应对疾病所表现出的积极状

态会传递给配偶,可能产生积极的心理暗示,从而影

响配偶的应对行为,进而以交互作用的方式影响配

偶的心理调整.本研究结果表明,积极二元应对代

表了一种共同的应对方式,以促进夫妻对疾病的个

人应对能力.也提示医护人员可依据客体效应,将
配偶纳入到疾病管理中来,实施以夫妻为一体的二

元应对干预方案,加强患者和配偶之间的互动,促进

与疾病相关的情绪和担忧的披露,帮助其共同克服

与透析相关的困难和挑战.

４　小结

本研究基于 APIM 模型从二元视角深入考察血

液透析患者和配偶二元应对与负性情绪的作用关

系,明确患者与配偶关系的相互作用,为进一步研究

提供依据.结果显示,血液透析患者和配偶的二元

应对方式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并与患者和配偶的心理健康有关.患者采取积极应

对策略应对透析可以减轻配偶负性情绪.然而目前

以二元应对为中心,深入了解促进积极应对策略的

其他因素和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研究,以提高患者

和配偶共同管理压力的能力,需要在临床工作中进

一步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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